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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新旧
转型的调查透视
(1908—1937)

刘 燕 妮,刘 志 英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基于东亚同文书院1908—1937年间的四川金融调查档案,揭示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金融

转型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四川货币体系经历了从币种相对单一到极度紊乱,然后逐渐趋于统一的制度性

变革;同时新式金融机构崛起,传统金融机构开始向近代转型;另一方面,其转型具有显著的地域封闭性,

外国货币与金融机构渗透有限。这种因地缘而带来的外来势力侵入的滞后性被日本战略利用,成为其深

入中国腹地的决策支点。试图突破传统金融史研究局限,通过敌对势力调查资料构建逆向分析视角,将区

域金融史研究从沿海向内陆延伸,揭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空间差异性。为理解当代金融开放与风险防

范提供历史镜鉴,强调在扩大金融开放过程中需警惕历史路径依赖可能引发的结构性风险,对维护国家金

融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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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试图改变东亚国际秩序,为本国的工业寻找充足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

场,于是对华展开大规模调查,并希图以此提高对欧美的竞争优势,削弱欧美在中国的影响。日

本的对华调查分为官方和民间两大类。官方调查以外务省、农商工省、军部为代表。民间调查机

构有日本国内的工商机构及其派驻中国的各类调查机构,还有在华扎根的日本团体。在众多日

本对华调查机构中,满铁调查部与东亚同文书院分别是官方与民间调查的代表。

满铁调查部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于1907年设立,是日本在中国建立的最大

间谍机构。该机构在不同历史时期名称各异,职能和调查重点也有所变化,但其调查活动始终围

绕日本政府的侵华战争与殖民统治需求展开。调查范围从最初的东北实地调查,到“九一八”事

变后,受军方委托,着手调查华北情况。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满铁调查部除华北、华东外,还在

西北的新疆、内蒙古,华中的湖北、湖南,华南的广东、海南等地进行大量实地调查,但对于中国的

西南地区几乎没有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满铁调查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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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成就[1-2]。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中国建立的一所以商科为中心的海外大学,1900年5月

在南京创办,原名为南京同文书院,1901年初迁往上海,改名东亚同文书院。该书院旨在培养

“不通过买办也能跟中国人直接做交易的商业人材”,开设专业是商科,最大特色是每年组织即将

于次年毕业的学生在中国围绕某一专题进行大旅行调查,即所谓“踏查”①。参与踏查的学生不

仅写旅行日记,还要写调查报告提交学校。每年,东亚同文书院都会将调查报告书呈给日本外务

省、军部、农商工省及东亚同文会[3]194。由此可见,东亚同文书院是一所重要的对华情报机构。

其调查持续40余年,先后有5000余名学生参与,踏查范围遍及西藏以外中国的所有省区,尤其

是对中国西南地区有较为深入、持续时间较长的调查活动,调查地域之广均超过“满铁调查部”,

堪称日本民间对华调查的典型。这些调查为日本掠夺中国资源、制定侵华政策等也同样提供了

大量有价值的情报,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巨大危害。迄今,这些文献仍具有警示国人勿忘历史的

意义,也为学术研究留下了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参考资料。

近年来,关于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聚焦于其在中国及东南亚的调查活动与情报职能。代表

性的研究主要是揭示其服务侵华战略的本质和在情报网络中的核心作用[4-5]。还有些则通过地

域性个案深化了对其调查体系的认识[6-8]。相较之下,学界对东亚同文书院在四川的研究尚未充

分展开,目前仅有少量研究涉及这一领域[9-10]。四川是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在中国踏查的重点区

域之一,形成了丰富翔实的调查材料。东亚同文书院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省别全志·四

川卷》(1917年版)及《新修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上、下)(1941年版)等有关四川的文献。然

而,现有研究仅是一个开始,实际上,东亚同文书院组织学生对四川的反复踏查所形成的考察记

载和文著,贯穿了从清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在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

经济的调查中,金融占据着重要地位。目前来看,这方面却少有人关注。本文基于东亚同文书院

对四川的实地调查文献,系统梳理近代四川金融业的变迁轨迹,试图还原该机构视角下四川金融

新旧转型的历史图景,并从中提炼对当下川渝金融发展的镜鉴意义。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这

些看似客观的学术记录,实则暗含殖民主义视角下的反华价值判断———书院以“学术踏查”为名,

对中国腹地展开系统性渗透式考察,其金融调查数据最终服务于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战略需求,

这种学术外衣与侵略本质的矛盾性,值得后世研究者注意。

一、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的踏查与金融调查资料的形成

1901年东亚同文书院在上海建立,从1902年开始,即将学生组成不同批次、范围的调查团,

对中国社会状况进行实地踏查。由于经费限制,东亚同文书院最初调查范围集中在以上海为中

心的东部地区以及由沪上溯至武汉的长江流域。1905年,受外务省指派,东亚同文书院派出林

出贤次郎、波多野养作等5名二期毕业生赴今天的新疆、蒙古国等地调查,其中新疆派遣员林出

贤次郎,历时2年,收获最大。1907年,日本外务省发给东亚同文书院“清国调查旅行补助费”

3万日元,作为对林出贤次郎等五位书院学生调查中国西北成果的“奖励”。这3万日元分三次

用于第五、六、七期生的大旅行调查上[3]188-189。此后,东亚同文书院每年都会获得日本外务省的

经费支持,踏查逐渐从东中部向西部地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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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踏查”:実際にその地へ出かけていって調査すること。(新村出編:《広辞苑》第七版,東京:岩波書店,2018年,2053
頁。)译为去实地调查。本文中的基本内涵指采用线路方式进行的一种实地调查,主要用于强调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所进行的与具体的

线路或批次相联系的实地调查。



(一)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的踏查

四川偏处于中国西南腹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美誉,但却因峡江险

滩,山脉阻隔,暂时阻挡了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的步伐。直到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将宜昌作

为通商口岸,英国官员驻守重庆,为外国人进入四川乃至西南提供了保障,英、法、日等国众多官

员、学者、传教士、探险家、记者、通商者、科考者等纷纷来川考察。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

专条》签订,重庆辟为商埠,此后,在对外贸易往来增加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国游历者来到

四川。当英国取得重庆开埠特权时,日本还没有从中国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不能和已经取得这

一特权的英、法、美等国平起平坐。对此,日本极不甘心,处心积虑要达到自己的目的。1895年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日本终于取得了与英国一样的重庆开埠权,日本势力虽入川较晚,却后来

居上,加大了向四川的渗透。

1907年,日清轮船公司开通上海至宜昌航线,1908年,东亚同文书院组织第六期生大旅行调

查,开始将四川纳入考察范围[11]。此后,四川便成为书院调查的重点区域之一,到1937年全面

抗战爆发前的29年中,对四川的踏查如下表:
表1 1908—1937年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踏查情况统计表[12]

调查期数、班名及时间 主要调查人员 调查路线

第6期(1908年—1909年
正月) 不详 湖南—四川—云南

第7期西鄂巴蜀班(1909年
7月1日—10月24日)

本城清规(班长)、森田正治、
三田宗治郎、平鹤松、稻毛重
毅、佐山诚治、西尾知

上 海—镇 江—芜 湖—九 江—汉 口—沙 市—宜
昌—巴 东—云 阳—万 县—成 都—梁 山—垫 江—
长 寿—重 庆—合 州—顺 庆—西 充—南 部—保
宁—昭 化—广 元—宁 羌—沔 县—汉 中—襄 阳—
仙桃

第8期云南四川班(1910年
7月1日—11月15日)

藤井荣左卫门、贺来敏夫、桐
泽信六、根本永雄、村田孜郎、
米内山庸夫

上 海—香 港—海 防—河 内—老 开—河 口—蒙
自—阿 迷—宜 良—东 川—昭 通—叙 州—自 流
井—嘉 定—峨 眉—成 都—重 庆—宜 昌—当 阳—
汉口—南京—上海

第9期湖南四川班(1911年
6月25日—11月21日)

今井美代吉(班长)、小岛利一
即、榊原直矢、藤原忍、松本库
大郎、和田重次郎

上海—汉 口—常 德—沙 市—宜 昌—巴 东 县—恩
施—咸丰—黔江—酉阳—龚滩—涪州—重庆

第11期陕西四川班(1913
年6月29日—11月26日)

胜村 介 之 贞(班 长)、油 本 迩
久、高桥芳雄、细谷藤吉、星野
龙男、有井勘一、保木本利治

上 海—金 州—北 京—洛 阳—长 安—成 都—乐
山—峨眉 山—叙 州—自 流 井—荣 昌—重 庆—宜
昌—上海

第12期湖北四川班(1914
年6月29日—12月5日)

杉山 三 树 雄(班 长)、村 上 长
治、林重治、中村藤九郎、川村
臣三郎、西岛时义

上 海—汉 口—宜 昌—夔 府—万 县—垫 江—广
安—顺 庆—潼 川—成 都—雅 州—天 全—打 箭
炉—清溪—嘉定—叙府—重庆—宜昌—上海

第14期湖北四川班(1916
年6月26日—11月9日)

田中健吉(班长)、牧野重利、
南井几久司、吉松三四郎、森
永义忠、柴田周介

上 海—汉 口—孝 感—云 梦—应 城—德 安—京
山—安 陆—宜 城—襄 阳—老 河 口—均 州—郧
阳—白 河—洵 兴—兴 安—紫 阳—城 口—太 平—
东乡—绥 定—三 汇 场—渠 县—广 安—合 州—重
庆—宜昌—汉口—上海

第15期贵州第二班(1917
年6月24日—10月18日)

金泽平陆(班长)、日暮英二、
友水忠治

上 海—香 港—广 东—梧 州—柳 州—西 安—三
江—古 州—都 江—八 寨—都 匀—贵 定—龙 里—
贵 阳—修 文—遵 义—仁 怀—赤 水—合 江—合
津—重庆—宜昌—汉口—上海

第16期陕西四川班(1918
年6月30日—11月1日)

细田年三(班长)、高田浩一、
笹木英舒、久重福三郎、故唐
住义明

上海—南 京—徐 州—郑 州—洛 阳—观 音 堂—潼
关—许 昌—襄 阳—南 阳—宜 城—宜 昌—万 县—
梁山—垫江—长寿—重庆—宜昌—汉口—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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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期数、班名及时间 主要调查人员 调查路线

第18期 云 南 四 川 矿 业 班
(1920年5月—11月8日)

千原楠藏(班长)、森利嗣、山
根正直

上 海—香 港—广 东—海 防—河 内—老 开—蒙
自—阿 迷—云 南—东 川—昭 通—叙 州—嘉 定—
峨眉—成 都—简 州—资 阳—自 流 井—富 顺—泸
州—重 庆—忠 州—万 县—宜 昌—沙 市—汉 口—
上海

第18期湖南四川油业调查
班(1920年7月7日—10月
15日)

松尾良人(班长)、村上义助、
镰形幸作、丸山泰男、原吉平

上 海—南 京—汉 口—长 沙—常 德—辰 州—铜
仁—镇 远—贵 阳—遵 义—綦 江—重 庆—万 县—
宜昌—沙市—汉口—上海

第19期汉水嘉陵江流域经
济调查班(1921年6月26
日—10月12日)

土山外男(班长)、太田勇、新
田亮、星忠亮、中西义男、田中
信一、片见宏

上 海—汉 口—宜 昌—重 庆—成 都—潼 川—合
川—顺 庆—广 元—汉 中—兴 安—老 河 口—樊
城—安陆—仙桃—镇蔡甸—汉口—上海

第19期长江上游经济调查
班(1921年6月26日—10
月12日)

本多真一(班长)、故绵贯诚、
上杉益喜、细田常次郎、井上
卓次、田井中叶三、丹羽省吾、
石川顺

上 海—汉 口—长 沙—常 德—辰 州—铜 仁—镇
远—贵 阳—辰 台—赤 水—泸 州—自 流 井—成
都—邛 州—雅 州—天 全—打 箭 炉—清 溪—嘉
定—峨 眉 山—叙 州—重 庆—宜 昌—沙 市—汉
口—上海

第19期 两 湖 四 川 调 查 班
(1921年6月26日—8月
28日)

长田安次(班长)、石村佑二、
吉木正光、大越龙一、柳俊治、
则俊增治、芦刈吉治

上 海—汉 口—长 沙—湘 潭—常 德—沙 市—宜
昌—重庆—成都—峨眉—重庆—汉口—上海

第20期云南四川经济调查
班(1922年6月25日—9月
28日)

福冈重德(班长)、安泽嘉藏、
宗片胜见、金子繁太郎、松井
益太郎、高野贞治、高谷大二
郎

上 海—香 港—广 东—海 防—河 内—老 开—阿
迷—东 川—昭 通—屏 山—叙 州—嘉 定—成 都—
资阳—自 流 井—富 顺—泸 州—重 庆—万 县—宜
昌—沙市—汉口—上海

第20期四川省盐业调查班
(1922年6月25日—9月
10日)

清水成鉴(班长)、冈秀一、冈
村正文、甘粕四郎、川岛清、金
井十郎

上海—汉 口—宜 昌—重 庆—自 流 井—嘉 定—峨
眉—成 都—剑 阁—广 元—汉 中—西 安—骊 山—
潼关—观 音 阁—洛 阳—北 京—天 津—大 连—青
岛—上海

第20期四川省纤维原料调
查班(1922年6月25日—8
月29日)

中山进(班长)、今井贞治、西
田松雄、泷田重男、虫明猛、内
山学、小日正夫、小高清

上 海—南 京—汉 口—宜 昌—重 庆—永 川—荣
昌—隆 昌—富 顺—自 流 井—荣 县—嘉 定—峨
眉—嘉定—成都—叙州—重庆—上海

第21期 滇 蜀 经 济 调 查 班
(1923年5月31日—8月
10日)

花田孙平(班长)、石井小太郎、
泷口恒雄、釜泽军一、中込健、
水田二辅、川又务(随行人员,
水田的朋友,明治大学学生)

上 海—厦 门—香 港—广 州—北 海—海 防—河
内—谅 山—南 定—曲 靖—咸 宁—毕 节—永 宁—
泸 州—重 庆—万 县—宜 昌—沙 市—汉 口—安
宁—南京—上海

第21期 秦 蜀 产 业 调 查 班
(1923年5月31日—9月
10日)

小川清(班长)、若山正义、万
泽正敏、益田三郎、小宫熊男、
平泽惣二郎

上 海—南 京—汉 口—宜 昌—重 庆—叙 州—嘉
定—峨 眉—嘉 定—成 都—绵 阳—合 川—重 庆—
汉口—郑州—潼关—长安—洛阳—北京

第21期湘蜀重要物产调查
班(1923年)

备注:该班组原想通过湖南去四川,因日本水兵在湖南长沙枪击市民发生“六一”
惨案,且四川土匪多,日本领事馆考虑到调查学生的安全,在征求多方意见后放弃
湖南、四川,从汉口改道北上,经郑州—西安—洛阳—郑州—北京—张家口—大
同—包头—北京—天津—上海。因此,这个班组并未调查四川,但是日记上的班
组名称没改

第23期 滇 蜀 经 济 调 查 班
(1926年5月28日—?)

浜木、毛利、村主、细川、佐竹、
五十君、佐藤

上 海—香 港—海 防—河 内—昭 通—叙 州—高
场—嘉 定—峨 眉—叙 州—泸 州—重 庆—宜 昌—
汉口

第23期蜀秦政治经济调查
班(1926年5月28日—?)

古川、市村、宫本、川户、木下、
马场、前田

上 海—汉 口—宜 昌—万 县—重 庆—合 川—顺
庆—西 充—南 部—保 宁—广 元—汉 中—西 安—
郑州—汉口—上海

第23期四川西部循环经济
调 查 班 (1926 年 5 月 28
日—7月26日)

木付、菊池、松崎、川崎、泸谷、
涂谷、清田

上 海—南 京—汉 口—宜 昌—重 庆—荣 昌—隆
昌—富 顺—自 流 井—资 中—简 阳—成 都—嘉
定—峨 眉—嘉 定—叙 州—泸 州—重 庆—汉 口—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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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期数、班名及时间 主要调查人员 调查路线

第26期蜀康①经济调查班
(1929年5月23日—8月9
月)

竹内喜久雄(班长)、神河章三
郎、村部和義、矢尾胜治、山下
长次郎、齐藤晖夫、森口幸藏

上海—九 江—汉 口—沙 市—宜 昌—重 庆—白 市
驿—来凤驿—丁 家 拗—永 川—荣 昌—自 流 井—
资中—成都—嘉定—眉山—新津—叙州—泸州

第26期长江调查班(1929
年5月23日—?)

桥口有恒(班长)、江口涉、福
冈英明、林田诚一

镇 江—扬 州—芜 湖—安 庆—九 江—武 穴—汉
口—宜昌—万县—重庆

第27期长江流域经济调查
班(1930年)

宇敷 正 章(班 长)、竹 冈 彦 次
郎、水江满、下川贤、镰田龙男

上 海—崇 明—南 通—镇 江—南 京—芜 湖—九
江—汉 口—武 昌—汉 阳—长 沙—岳 州—沙 市—
宜昌—万县—重庆—宜昌—汉口—大冶—上海

第27期巴蜀岷涪经济调查
班(1930年)

兼松胜(班长)、中滨三郎、友
添健策、叶山生

上 海—南 京—汉 口—宜 昌—重 庆—合 川—潼
南—遂 宁—简 阳—成 都—嘉 定—峨 眉—成 都—
灌 县—汶 川—茂 县—松 潘—平 武—江 油—中
坝—绵阳—三台—遂宁—合川—重庆—上海

第27期四川陕西经济调查
班(1930年)

深木 春 夫(班 长)、长 谷 川 武
雄、中村太郎、岛津真三郎、铃
木修司

上海—南 京—汉 口—宜 昌—万 县—重 庆—自 流
井—资 阳—成 都—嘉 定—峨 眉—灌 县—绵 阳—
剑 阁—宁 差—汉 中—宁 陕—西 安—潼 关—运
城—榆次—石家庄—北京

第28期 云 南 四 川 游 历 班
(1931年6月1日—8月26
日)

五十岚利贞(班长)、大桥贞夫、
田中辰一、宇野正四、远藤进

上海—厦门—汕头—香港—广州—海口—海防—
昭通—叙州—嘉定—峨眉—成都—简阳—富顺—
自流井—泸州—重庆—宜昌—沙市—汉口

第 33 期 四 川 省 游 历 班
(1936年)

竹本益重(班长)、织田正一、
片山富太、车田修一

上海—汉 口—宜 昌—重 庆—隆 昌—富 顺—自 流
井—内 江—资 中—成 都—资 中—内 江—重 庆—
宜 昌—沙 市—汉 口—郑 州—北 平—天 津—奉
天—新京—大连—上海

第34期第二十班(四川省)
(1937年)

藤野格、藤冈贞夫、重村俊一、
水野铃彦

不详

  由上表可知,从1908—1937年的29年中,除第21期湘蜀重要物产调查班临时改变行程,未
进入四川外,东亚同文书院组织涉及四川的实际踏查活动一共有19期30次。每个班组几乎都

由4~8名调查队员组成,调查时间为3—6个月不等。相比于早期日本及西方国家到川旅行者

的个人所见,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更加专业且深入,采用了访谈、实地考察等多种方法,结合统计

分析和图表绘制等方法,形成了60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书。由于近代以来,金融是经济的命脉,对
四川经济的调查都离不开金融,而以“四川金融”为核心议题的专项调查报告共计5份。

(二)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调查资料的形成

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调查的资料融于以上调查资料中,现将其形成情况梳理如下。

东亚同文书院对近代四川金融的调查体现在两本志书中。《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主要

根据1908—1916年7次涉及四川的调查班组提交的调查报告书编撰而成,全志书十编,其中第

九编《货币及金融机构》占比较大,编排体例以市镇为中心,对四川35个重要市镇的金融情况做

了专门调查,共计35章,各章内容参差不齐,重点集中于重庆与成都两个城市。《新修中国省别

全志·四川卷》(上、下)出版时,正值日本全面侵华,为给日军侵略部署提供决策参考,东亚同文

书院组织编写《新修中国省别全志》,1941年首批列入出版计划的是被视为抗战大后方核心区域

的云、贵、川三省,其中将四川省列为第一、二卷,云南省为第三卷,贵州省为第四、五卷。该志书

对四川的调查相比《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更加详细,多出整整一卷。金融部分集中于第五编

经济编第三节之中,在《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基础上,进一步从金融机关和货币两大体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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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26期经济调查班本来计划要到康定的,结果遇到突发情况,就没有去康定,但是这个班级名称是之前他们都定好的,所

以即使改了路线,但是该班级名称也不能修改。



发,概括总结了清末民初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川金融的发展情况。两本志书前后相

继,互为补充,形成了对四川金融较为全面的认识。

东亚同文书院对近代四川的经济调查都涉及金融问题,最集中的体现在1908年第六期、

1910年第八期、1911年第九期、1913年第十一期、1914年第十二期、1921年第十九期、1929年第

二十六期、1936年的第三十三期等八期中,其中以1913年、1914年、1921年与1929年的调查尤

为详尽。1913年陕西、四川班,调查的是川北及川东各地,重点是重庆、彭水两地的金融。1914
年四川班调查遍及川东、川南、川西地区的货币和金融机关。1921年第十九期的汉水嘉陵江流

域经济调查班、长江上游经济调查班、两湖四川金融调查班,集中调查了重庆、成都以及泸州、自

流井、嘉定、合州、顺庆、广元等地金融情况。1929年第二十六期学生也分三个班对四川金融进

行了调查,成渝两地仍是调查时间最长的地方,特别是成都[13]。这些金融调查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路线丰富多样,囊括四川全境,最远到达打箭炉(即今康定)一带。西康是进入西藏的要

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英国对西藏的野心一样,日本亦抱有由四川侵入和控制西藏的企图,

所以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1914年与1921年两次进入川边腹地康定县进行踏查,以期为日本势

力渗入西藏做准备。

二是金融调查以重庆、成都为中心。成渝是当时四川的经济重镇,他们认为做好对重庆和成

都的调查,就能够掌握四川金融的全貌,所以调查的每条线路几乎都是以重庆、成都为中心向四

周发散的。

三是调查内容的专业性。从金融调查报告书来看,调查聚焦于四川金融,详细记录了货币流

通、汇兑行市、金融机关等金融业关键信息,内容全面且充实。这种专业性得益于东亚同文书院

在踏查开始前的充分准备,东亚同文书院给学生们开设了法律、政治、伦理、英语、中文、时文、经

济、财政、制度、外交史、通商史、商业学、簿记、商业实践、尺牍、商品学、商业地理、商业习惯等课

程[3]200。这些课程涵盖语言、法律、政治、经济、商业等多领域,通过学习,学生们熟练掌握了汉语

及中国文化,减少了语言障碍和习俗扞格;系统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财政、金融等专业知

识,能够在金融调查中准确分析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趋势;同时接受了严格的社会调查训练,对于

商业活动中的社会规范和习惯,商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地域特征及其对商业发展的影响均有所了

解。总之,学校全面系统的教育适应了学生们对中国进行深入调查的需求。

四是调查中广泛使用现代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在四川地区的调查工作,通过资料查

询与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充分利用了多方资源,包括文献资料与走访资料。首先,在踏

查开始前充分查阅中国的经济书籍、年鉴等资料,确定调查地点与主题。其次,踏查中得到日本

领事馆及日本在华企业的鼎力支持与帮助,也得到中国政府中留日人员的协助以及被访谈者的

配合。因此,确保了信息源的全面性和真实性以及调查手段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二、东亚同文书院调查中的近代四川货币市场

金融为国家之命脉,而货币又为金融之命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银元由于在中国流

通时间久、范围广、数量多,成为列强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重要工具,且形成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其中,日本龙洋大量流入东三省和福建等地[14]。《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把日本龙洋定为贸易

专用货币,作为占领市场、控制闽台乃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工具。为推动日本银元侵入四

川,占领四川市场,东亚同文书院于1908—1937年展开对四川货币与货币市场的调查,并形成如

下三点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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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时期四川货币种类相对单一且封闭

由于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西南内陆,鸦片战争后的很长时间里,外国银元几乎没有流入四川,

之后外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也没有进入四川,即便是中国机制银元兴起后,各省纷纷铸造银元,

四川省政府对银元的铸造也十分审慎。直到1901年春,四川总督决定在省城成都设立银元局,

1902年,在重庆设立分局,开始铸造本省银元。

晚清时期的四川货币市场以银两、制钱为主要货币。在白银的销铸方面,四川通行的平码虽

多,但主要以当时四川最大的通商口岸重庆的渝钱平为主,成都则用九七平[15]375。1908年,四川

省商务局饬令各府厅州县城乡所用砝码一律改为九七平。重庆因九七平甚为繁杂,渝钱平使用

很久,仍多用旧时的渝钱平。四川当时也流行铜元,清末,四川省在成都设立铜元局,因其铸造额

甚少,且钱多为川汉铁路公司挪用,所以又在重庆设立铜元局铸造铜元。铜元的种类有200文、

100文、50文、20文及10文等5种。重庆的制钱一般专用于交易,并以吊钱为标准每日规定其与

其他各种货币的比价[15]376-384。开埠后的重庆是四川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城市,重庆与外省汇兑行

市主要由票号掌控,且以银两为主要贸易货币。

总之,晚清四川市场上使用的货币种类相对单一,外国银元与纸币均未进入,外省银元进入

有限,本省银元铸造流通不多,市场上流通的是金属货币,银两用于田赋征收和巨额支付,制钱用

于市场零星支付。四川与外省的汇兑市场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波动,但波动幅度不大,运行相对

平稳。
(二)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四川货币市场十分紊乱

进入民国后,四川币制逐渐走向混乱。成都、重庆的货币种类繁多,银两、银元、铜元、纸币,

应有尽有。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未能到达四川境内,川省督军为增加财政收入,在
各地私自设立造币厂,滥铸硬币,滥发纸币。有军方背景的银行银号以及私营商业银行,甚至政

府部门、社会团体、公司商号等非金融机构,以及商民个人也擅自发行钞票纸币[16]。

作为四川内外商贸枢纽的重庆,其货币市场的复杂性更是居全川之首,仅银两一种,除渝平

银外,还有省内的成都、嘉定、叙府、泸州、西充、绵州、顺庆、自流井等地银两,省外的贵阳、昆明、

北京、上海、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杭州、广州、济南、沈阳、长春、太原、张家口等地数十种银两,

以及本地盐业、杂货、广货、棉纱、棉花、缎子等行业专用银两,每次交易前,双方需先议定使用的

银两及平码,再谈价格成交,非常复杂[15]379-380。

成渝地区以外的四川各府州县的货币流通情况,《中国省别全志》有详细调查和记载。
表2 民初成渝之外四川省其他府州县货币使用统计表[15]410-463

府州县名 货币使用情况

双流县 银两以九七平足色银为标准,也用银元、军票、铜元票、铜元、制钱等

新津县 以九七平票银为标准,银元、铜元、制钱、军票都在流通,但少见铜元票

保宁府 主要流通货币为银元、铜元、制钱。尤其以制钱流通为多

昭化县 制钱、铜元、四川银元、小洋、军票、外省银元等货币

广元县 银元、军票、小洋、铜元、制钱

顺庆府 所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流通银元多为四川银

蓬州 流通货币有制钱、铜元、银元、钞票等。银两以九七平为标准,也有九八平、九六平

广安县① 与其他城市一样,军票不在市民间流通。银两以九七平足色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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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安县及下文邻水县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进行命名的,与今天的广安市有所区别。



府州县名 货币使用情况

邻水县 流通银元、铜元,流通之银元为四川银。市场上铜元很少,兑换需求强烈时,其价会高于市价

岳池县 不用军票交易。所用银元为四川银。铜钱为九八钱

叙州府 没有铜元票流通,却多见钱铺及其他商铺所发行钱票的流通

叙永厅 单独开业的钱庄有2~3所,规模甚大,以兑换、发票、放款、存款、汇兑为业

合州 流行银元,也有制钱、小银货流通。银两最为普遍之平码为九六、九七两种

涪州
所用银两种类有大锭、中锭、珠子、块头、件数等。银平为九七平。日常交易用制钱,虽有铜元流
通,因供给甚少,使用尚未兴盛。所用银元为四川银。不见有银票、钱票之类

酉阳州 通货大部分为铜元,制钱虽有流通,难称盛行。也有四川银元流通,难称盛行

龚滩
日常小额交易以铜元和制钱为主,制钱盛行。所用铜元虽含四川省的铜元,但大部分是湖南、湖
北的铜元。银元未盛行

梁山县 所用银元中以四川银、湖北银最多,军票甚少用于市民间交易

夔州府 以九七平足色银为通用银,银元兼用四川银、湖北银。纸币为当地著名钱庄发行的兑换券

巫山县 以九七平足色银为标准。所用银元主要为四川银、湖北银,也用北洋银

万县 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为四川造、湖北造和鹰洋等

潼川府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以四川银为主

中江县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票银,银元为四川银

赵家渡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为四川银,无外地银元

蓬溪县 主要银元为四川银,甚少用湖北、北洋等地银元

太和镇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一般为四川银,甚少见外省银元

嘉定府
大宗货物交易用周行银付定金,而市场上的小额交易则几乎看不见军票流通,也看不见铜元票
流通,所用铜元为九九铜元,制钱为六提

邛州 通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铜元、制钱等皆流通

泸州 多混用恶钱,铜元为满钱,制钱以1010文为1吊钱

雅州府 以九七平足色银为标准,也用银元、铜元、制钱

天全县 所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有云南、湖北的银元,也用铜元、制钱

清溪县 所用铜元为九九铜元,制钱为满钱六提

打箭炉 小买卖多用藏元

泸定县
所用银两为九七平足色银,银元为四川银,也流通湖北、云南造的银元。此地除铜元、制钱外,也
用藏元

  由上表可见,北洋政府时期的四川,成渝之外的其他府州县,货币的使用同样十分混乱。大

部分地方使用九七平,同时还使用其他种类的货币。紊乱的币制造成四川一省之内货币分区流

通,导致各府州县商贸来往不畅,给四川的商务活动造成严重损害。
(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四川货币市场从混乱逐渐走向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四川省名义上隶属中央,实际上仍是军阀混战,币制混乱。据《新编中

国省别全志》记载,1929—1935年,四川货币空前混乱,银两、银元、制钱、纸币等多种货币并行使

用,仅银元种类就多达26种,其种类和主要流通区域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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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29—1935年四川银元种类及其流通领域表[17]310-311

种类 名称 主要流通区域

大洋

汉板大洋、川板龙洋、江南龙洋、袁头大洋、中山
大洋、大清银币、湖北银币、北洋大元、广东龙洋、
安徽龙洋、造币总厂币、北洋机器局币、鹰币、开
国纪念洋、云南龙洋、杂色川洋

四川各县

半元 川龙半元 江津、合川、永川、古宋、罗江、眉山、潼南

云南半元
三台、安岳、乐至、潼南、蓬溪、射洪、中江、汉源、
富顺

厂造半元 成都、什邡、新繁、古宋、兴文
袁头半元 富顺、自流井、洪雅、眉山
唐头半元 洪雅、汉源、江安、古兰、眉山、潼南
杂色半元 云南半元或者是长板使用区域

角洋 广东双毫 富顺、西江、资中、宜宾、古宋

龙毫
泸县、荣昌、江安、叙永、古兰、庆府、兴文、南溪、
隆昌

单角
富顺、西江、资中、宜宾、古宋、泸县、荣昌、江安、
叙永、古兰、庆府、兴文、南溪、隆昌

杂色毫洋
富顺、西江、资中、宜宾、古宋、泸县、荣昌、江安、
叙永、古兰、庆府、兴文、南溪、隆昌

  纸币虽在清末的四川已有发行与使用,但数量不多,流通时间短,尚属平稳。辛亥革命爆发

后,成都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设四川银行,专发四川军用票,总发行额达1200万元。因

其滥发,以致币值严重下跌[15]401-403。1913年6月,隶属于财政厅的总钱庄在总府街设立,发行铜

元券作为小额货币,由于发行量失控,更加剧了市场的混乱[18]219-223。此后,有新式金融机构发行

过纸币,自1929年后,四川的中国银行、大中银行、中和银行、美丰银行、川康银行、重庆市民银行

等均发行纸币,其中中国银行发行额达300多万元,四川美丰银行和川康银行各发行200万元,

重庆市民银行发行100余万元。1933年,刘湘击败刘文辉,统一四川。鉴于四川经济濒临破产,

社会金融极度混乱,为维持军政费用需要,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名义下令筹建四川地方银

行,旨在发行“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简称“地钞”),试图统一四川货币。1934年,四川地方银行

设立,发行十元、五元、一元及五角、两角等券种。由于军需庞大,“地钞”发行高达3000万元,导
致纸币泛滥,价值暴跌。四川地方银行也因发行准备不足,遭遇挤兑危机,被迫于1935年改组为

四川省银行[17]558。

1935年法币改革后,法币在四川各地开始流行,由于四川深处中国西部内陆,法币在四川的

推广一度进展缓慢[17]310-311。直到1936年第三十三期学生在四川调查时,才发现法币在乡村也推

广了[19],这表明四川的币制终于趋于一统。

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货币与货币市场的长时段考察与调研,目的不仅是了解四川货币状况,

更是为日本企业进入四川投资,争夺四川贸易和货币主导权提供经济情报,帮助日本更好把握中

国市场脉搏,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机构的探查与研判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它们不仅是列强在华获取经济

利益的中枢,更是列强在华攫取政治特权的重要工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晚于其他列强,但也

希望通过在华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实现这一目标。早在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5月,日本即在上

海南京路15号设立横滨正金银行上海办事处,经营上海与日本间的国际汇兑业务。甲午战争

后,随着日本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的全面展开,中日贸易急剧扩大,1895年12月,正金银行

423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3期                            历史研究



决定将上海办事处升格为独立统辖行,形成正金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网,以此来控制中国的金

融[20]。为此,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机构的调查中,既重视外资金融机构对四川的渗透,也关

注四川本省金融机构的现代化演变程度。
(一)进入四川的外资金融机构相对缺乏

晚清时期,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清末民初,进入四川的

外资银行仅汇丰银行一家。在重庆,“汇丰银行多派中国人作代理,此行专事关税之收存,与金融

业之关系甚少”[21]446。在成都,出现了中国人委托外国传教士汇款的情况。成都人很多委托福音

堂的传教士在上海汇丰银行收受现金银两[15]405。

相对外资银行,进入四川的外资保险机构却要多些。据《中国省别全志》记载,进入四川的外

资保险公司主要是保家行(NorthChinaInsuranceCo.)与扬子保险公司(YangtsuInsuranceAs-
sociationCo.)两家英商保险公司[15]450。据1929年第26期学生森口幸藏的日记记载,在重庆的

日本人大多都从事与商业有关的活动,其中从事保险业活动的人最多[13]200-201。

进入民国以后,中外合资银行在中国金融界曾雄踞一方,但当时进入四川的并不多,主要是

两个中美合资银行,一个是中华懋业银行,该行成立于1919年,总行设于北京,到1921年左右,

重庆分行的业务并未开展起来。另一个是四川美丰银行,1922年4月创立,总行设于重庆,是西

南地区近代史上最有实力的一家中外合资的商业银行。到1927年,美国撤资,这家银行变成了

华商独资银行[18]601,647,686-689。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在调查中发现,沿长江西进的外国银行,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汉口,暂
时尚未深入到上游的重庆。日本在汉口设立的银行数量居各国银行之首,有横滨正金银行、台湾

银行、住友银行与汉口银行等4家。调查认为在汉口建立日本银行对于提升在华日本人的地位,

以及抢占华中商贸市场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18]636-640。然而,汉口的日资银行业务却因中国的持

续反日运动受到冲击,日本在汉口开设银行的一切交易活动被迫停止,加之一战后欧美各国卷土

重来,汉口日资银行的发展举步维艰。为此,学生们呼吁日本政府对此现象要予以重视[18]663-667。

针对上述情况,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在调查报告中建议,日本银行应该从汉口再往西延伸,

深入到中国西部内陆四川省[18]696-697。四川幅员辽阔,和云南、陕西、贵州、西藏接壤,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被更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发,很有可能成为仅次于汉口的又一大市场。而重庆是长江

沿线最西端的开埠城市,是外国势力进入四川的桥头堡。因此,日本也应该抓住机会,将日资银

行建到重庆去[18]684-688。“我们希望可以尽早看到我国的银行在重庆建立起来,这样的话我国就可

以掌控四川省贸易的霸权。”[18]691

(二)全面抗战爆发前传统金融机构在四川的嬗变

传统金融机构的概念是中国进入近代之后才产生的。中国古代社会,金融业以票号、银号、

钱庄等金融机构为主体,进入近代以后,为了与新兴的从西方引进的以银行、保险等现代金融机

构相区别,故而将票号、银号、钱庄等机构称为传统金融机构。

通常认为,辛亥革命给传统金融机构———票号以致命打击,票号的命运伴随着清王朝的结束

而走向终结,但从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的调查中可见,辛亥革命以后,票号在四川虽走向没

落,却并没有完全消失。在重庆,尚存天顺祥票号[21]445。在成都,到1916年,仍有蔚盛长、百川

通、蔚丰厚、蔚长厚、蔚泰厚、日升昌、宝丰隆等7家票号在活动[15]386。

民国后,四川票号逐渐被钱庄替代,而后钱庄进入繁盛时期。四川省实力最强的钱庄集中在

成渝两地,重庆钱庄最多时有50余家,成都钱庄有30余家[18]710。以重庆为例,此时票号无处可

见,但钱庄却遍布全市,且主要集中分布在陕西街、打铜街及曹家巷等繁华商业区域,其中大型钱

庄有23家[18]797-801。后因军阀持续混战,时局动荡,经济遭受严重破坏,重庆钱庄陷入困境,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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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钱庄数量锐减至30余家。1935年,重庆钱庄仅存7家。此后有所好转,到1937年时,重庆钱

庄数增至22家[17]543-544。成都钱庄为寻求发展,1928年,与中国银行和聚兴诚银行等新式银行一

起,共同组建成都市银行钱业公会,但到1934年,由于银行退出,钱庄势力受到削弱,截至1937
年,成都剩余大型钱庄12家[17]545-546。根据书院学生的调查统计,四川各府州县都设有钱庄,钱庄

数量变化与成渝情况大致相同,清末民初达到鼎盛,随后因军阀混战的持续影响,钱庄遭受重创,

相继倒闭,余下亦寥寥可数。

在当时的四川农村地区,典当业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作为一种以实物为抵押的借贷方式,

深深植根于民众生活之中。1935年前后,四川农村地区的典当业达到相当规模,当铺数量超过

400家[17]573-576,显示了典当业在农村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三)新式金融机构逐渐成为四川金融业的新生力量

近代中国新兴的华商银行业,以1897年创立于上海的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至宣统末年

(1911年),可谓中国银行业之萌芽时代。据相关统计,从1897—1911年,中国的新式银行共设

20家,均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在西部内陆的四川,仅有濬川源银行与四川银行2家[22]①。

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证实了四川新式银行始于清末1899年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

行,四川官办银行始于1905年创立的濬川源银行,1908年大清银行在四川分别设立了重庆、成
都等2个分行[23]。对民国建立之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四川新式银行的情况,东亚同文书院更

是有较为详尽的调查:四川先后设立新式银行39家,其中四川本地设立的银行有33家,国家银

行在四川设立分支机构的有4家,外省商业银行在四川设立分支机构的有2家。四川新式银行

主要集中在成渝两地,特别是四川最大的商贸城市重庆,占四川本地银行的2/3。四川本地银行

的分支机构则集中于万县、泸州、内江、宜宾、绵阳、自流井等少数商贸发达的城市,省外设立的分

支机构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宜昌、汉口、上海等地,以及北方的北京等少数大城市[17]550-553。

值得强调的是,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新式银行的调查中,非常重视新式银行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尤其关注银行对四川交通的投资,如民初与四川铁路建设密切相关的两家铁道银行就是其关

注的重点。一家是川路公司附设的阜川银行,另一家是四川铁道银行。阜川银行总行设于成都,

1913年5月开始营业,主要从事贷款、汇兑业务。在重庆、泸州设有分行,对宜昌、汉口、上海、北
京开展汇兑业务。该行筹设是“由于川汉铁道工程的延期,为了能在其他有利的方面利用资金”。

通过其章程可见,这家银行的资本来自川路公司股款内专项提出的现银100万两,预定营业30
年,明确规定“本银行于铁道未开工以前,遵照银行通行则例所载办理3个月或6个月的短期借

贷,以及存款、汇兑、拆息、兑换金额等业务”[24]185。1914年11月12日,四川铁道银行总行开办

于泸州会津门城墙,在重庆设分行,对成都、重庆、上海、汉口、北京开展汇兑业务,计划打开与沙

市、顺庆、万县、自流井、叙州府、打箭炉的交易路径[24]224。此外,东亚同文书院还特别关注重庆,

认为重庆是进入四川的首站,日本人应该在重庆着手两种行业:一个是仓库业,一个就是银行业。

因为目前在重庆还没有仓库业这个行业,而且各家公司在码头卸货以后还要把货物运往自家的

仓库,极不方便,如果在码头附近建仓库,发行仓库证券,来保管储存货物,这样一定会受到商家

欢迎。他们很清楚地看到当时重庆虽然有新式银行,但是旧式金融机构势力仍然强大,且新式银

行发展不完备,日本人正应该在此等情形下在重庆建立有相当雄厚资本和信用的新式银行,以此

来对抗重庆现存的旧式金融机构[25]。

对于四川本地创设的新式银行,东亚同文书院在调查中不仅重视聚兴诚、四川美丰、川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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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所编《全国银行年鉴》(汉文正楷印书局,1934年出版)的统计,此一时期的新式银行仅

为17家。



具有影响力的川帮银行,对于一些服务于商业经济建设的专业银行,亦十分关注。如1932年清

理川盐银行后重新募集50万本金建立的自流井裕商银行以及1934年唐子晋以本金100万元创

立的四川建设银行等。自流井裕商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各种存款借贷、汇兑等。四川建设银行主

要用于辅助各种建设事业,发展农工商业。除此之外,东亚同文书院还特别关注当时四川的农村

银行,如1931—1935年四川省内设立的5家农村银行,即北碚农村银行、荣昌堂香农村银行、江
津县农工银行、垫江农村银行、金堂农民银行。

在四川的新式金融机构中,除了银行,保险、票据交换所等新式金融机构也为东亚同文书院

学生所关注,如当时川省唯一的保险公司———华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此外,外省保险公司在四

川建立分公司的有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四明保险公司、华安合群寿公司、宝丰保险公司等4家,设
立代理处的有8家[17]575-576。1935年,银行联合库成立,正式进行票据交换。1936年,重庆的银钱

业者将票据交换的清算事务委托给中国银行,并由中国银行出资300万元设立票据交换所。此

后,多家银行和钱庄加入了重庆票据交换所[17]568-572。

总之,从清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外资金融势力在四川较弱,整体而

言,四川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但四川金融现代化的步伐却在不断加快。体现在传统金融机

构经历了从票号到钱庄的转变,且不断衰微,而新式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渐成为四川

金融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它们不仅打破了旧式金融体系的垄断,为四川经济注入了

新的活力,还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这些新式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的设立、业务的拓

展,还是保险公司的兴起,都标志着四川金融业正逐步向现代化迈进。不过,其地域分布仍不平

衡,大多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大商贸中心,尤其是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商埠,逐渐发展成为

四川乃至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

四、结 语

日本认为先于自己进入中国的欧美国家,长时间局限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区活动,未能

深入中国内陆。究其原因,在于不了解中国民间的商业形态、惯例和组织形式,因而只能依靠买

办。日本要在中国市场上超越欧美,攫取更多在华利益,甚至独霸中国,就必须深入广大内陆地

区,了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领域的实情。重庆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

约》获得的长江上游的唯一通商口岸,也是日本进入四川以及中国西南地区的跳板。作为近代日

本重要的教育机构与情报收集机构的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长达29年的持续踏查,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进行的,东亚同文书院以团队的形式,对四川进行长时期反复踏查,形成的众多考察日

记与调查报告,超越了之前欧美各国以游历者个体通过考察日记或者游记的方式呈现的调查文

献,显露了日本在当时对中国的觊觎之心,充当了日本对中国实施侵略和殖民的工具。这些调查

资料或在日本各界对华经济贸易决策中发挥作用,或被运用于日本的军事决策,尤其是军需供给

中发挥作用。

东亚同文书院对于近代四川金融发展的梳理,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变迁与金融生态的

复杂与多样,揭示了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金融现代化的基本格局。在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

中,四川的金融市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金流动场所,更是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在这一过程

中,新式金融机构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并存与竞争,外资金融机构的渗透与本地新兴金融机构的艰

难成长,不仅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复杂性,也凸显了四川在被迫开埠进程中的相对滞

后与困境中执着前行的足迹。

东亚同文书院所刻画的近代四川金融业的基本面貌,客观上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的金融变迁面临的重大挑战提供了发人深省的镜鉴。必须指出的是,东亚同文书院对四川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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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是日本人关于整个四川省调查的组成部分。总体上看,是对华实施野蛮侵略链条中的一

环,是为日本开展经济侵略,乃至发动侵华战争服务的。因此,其调查所形成的认识与结论,有些

自然也成了日本进行经济侵略以及发动侵华战争的决策与部署的依据。在当代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历程中,如何在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捍卫国家安全,维护民族利益? 如何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无可回避

而又必须妥善解决的历史性课题;通过对东亚同文书院关于四川金融,乃至整个中国的调查历史

的深入研究,应该对于解决上述重大问题有所裨益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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